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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
———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贾根良

就在中文版《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发

展经济学论文选》于 2007 年元月出版后，演

化发展经济学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在该年也相

继出版了，这就是赖纳特的《富国如何致富而

穷国为什么依然贫穷？》和张夏准的《富国的

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与

赖纳特更理论化的著作不同，张夏准的论著

更多地是从经济政策史入手的。2007 年 7 月

21 日至 8月 3 日，《金融时报》副主编、著名经

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该报上开辟专栏，共

发表了七篇短文讨论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著

作，张夏准一人与沃尔夫、艾伦·温特思、阿尔

温德·潘纳加里亚、安妮·克鲁格、埃德蒙·费

尔普斯展开了论战。笔者在《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杂志组织了一个专栏，在翻译这七篇短文

（马丁·沃尔夫等，2008）的基础上，对这场争

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评论（贾根良、黄阳华，

2008；杨虎涛，2008）。与后来张夏准与提倡产

业政策的林毅夫之间的争论不同（Justin Lin，

Ha-Joon Chang,2009；中 本 版 见 林 毅 夫 ，

2011：93-116），这场争论基本上是在张夏准

与原教旨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一次交

锋，后者对产业政策基本上持反对观点。

但正如罗伯特·H·沃德（Wade,2012）和皮

特利斯（Pitelis,2014）指出的，在最近几年，产

业政策的争论又重新流行起来了。皮特利斯

认为，“在这种脱胎换骨的争论中，产业政策

的争论常常涉及到知识或能力的转移、学习、

市场的共同创造、集群、创新的生态系统和企

业家精神的提升等主题”（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皮特利斯的这种看法无

异于是说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研究

的主要范式之一甚至核心范式。但他又指出，

“有趣的是，一些改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或可

以称之为‘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加入到这

种争论中来了，例如，罗德里克（Rodrik，

2009）、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2011）和林

毅夫（Lin，2011）等，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入的缺失和协调失败，

所以需要产业政策。……甚至更具新古典经

济学风格的阿吉翁等人（Aghion et al.,2011）

的‘新产业政策’也认识到，定位于特定部门

的垂直的产业政策干预可能比目前新古典经

济学所能领会到的更加有效”。

在笔者看来，这种“后新古典经济学”就

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争论的另一

主要范式。由于它承认政府对生产活动的某

种干预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无疑具有重要

的进步意义，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反

对产业政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

尔的“名言”就具有代表性：“最好的产业政策

就是没有产业政策”（Becker，1985）。但在著名

发展经济学家韦德看来，由于新古典经济学

家们“将‘产业政策’描述成为毒药，美国政府

隐藏了其产业政策的实践，以至于连非意识

形态的学术研究者都声称：美国没有产业政

策，或者说有坏的产业政策，……（但实际

上），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实施着以生产

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其政策收益远远超过了

其成本。”（Wade R.，2017）在目前的中国，由

于反对产业政策的学者占多数，尤其是，“张

维迎、林毅夫围绕产业政策存废的论战在媒

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

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袁岚峰，2017），因

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林毅夫教授的

《新结构经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其进

步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在对这些改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们持欢迎态度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林

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进步意义是非

常有限的。例如，范因和瓦扬贝尔热就指出，

这是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永不可能发生的

范式转换”：“林毅夫的立场可见于两种相互

冲突的视角。一方面，他绝不是一个新自由主

义者，而且他还坚持国家的干预作用……在

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与其说林毅夫积极倡导

国家干预，不如说他是以此为手段，在新自由

主义（在其中，产业政策是被深恶痛绝的）丧

失了合理性的情况下，来抵制对更激进措施

的要求”（本·范因、艾丽莎·范·瓦扬贝尔热，

2015）。范因和瓦扬贝尔热实际上是说，林毅

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阻挡针对“华

盛顿共识”的发展范式和经济政策实践的真

正的革命。范因和瓦扬贝尔热的这种说法虽

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也并非没有一些道理。

在笔者看来，这种“后新古典经济学”并

没有触动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缺陷，其产

业政策的理论范式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存在着

本质上的不同。正如皮特利斯指出的，这种

“后新古典经济学”对产业政策争论的贡献仍

然执迷于传统的市场失灵或者有效的资源配

置的观点，他们非常不同于市场扩大或资源

创造的理路，持有这种理路的经济学家既包

括在商学院工作的有关企业组织、企业能力

及其战略研究理路的学者，也包括诸如卡尔

多（Kaldor，1972）、罗宾逊（Robinson，1977）和

帕西内蒂（Pasinetti，2007）等学者的剑桥学派。

在这种强调结构和干预性公共政策的“后新

古典经济学”值得欢迎的同时，它们实际上对

作为剑桥学派核心主题的组织和生产问题并

没有什么可说的（Christos Pitelis and Jochen

Runde，2017,684-685.）。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皮特利斯对上述产

业政策争论不同范式的评述是不全面的。在

产业政策问题上，秉承资源创造理路的经济

学当然还包括演化经济学，因为“演化经济学

是资源创造的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

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贾根良，2004，前言；

Witt,2006）；资源创造的经济学还包括“以知

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演化

发展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先驱，“这是

一种把生产、知识、创新、协同、（规模）报酬递

增和由此所引致的制度（和组织）变迁”看作

是经济发展核心机制的‘经济学的替代性教

规’”，这是继“华盛顿共识”失败之后发展范

式的一种革命（贾根良，2007，见埃里克·S·赖

纳特、贾根良，中译本前言，Ⅲ）。而新古典经

济学则是经济思想史中抛弃经济发展主题转

向“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静态的插曲”

（谭崇台，1989：32），是与生产、技术创新、规

模报酬递增和由此内生的制度和组织变迁无

关的“交换经济学”。

作为“后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宣称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

比较优势理论和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但它

在 2016 年底所提出的一些产业政策与这种

理论基础是内在相冲突的，实际上已经否认

了其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在下面第二节的讨

论将说明，比较优势理论在历史上曾是发达

国家让欠发达国家安于贫困的理论，发达国

家在历史上摆脱贫困都是违背比较优势理论

的结果；它所尊奉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

对研究产业政策来说是不恰当的，与现代知

识经济更是不相干。通过这些讨论，笔者将提

供演化发展经济学替代性的理论和观点。这

种讨论还将说明，新结构经济学无法为发展

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指导，

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

依据也是有缺陷的。本文第三节将探讨为什

么演化发展经济学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更适合

中国国情，新结构经济学只有抛弃新古典经

济学，才能使其合理成分在研究中国实际经

济问题中得到更好的运用。

二、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比较
优势还是技术赶超？

在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之

前，我们需要简述其基本观点。林毅夫教授写

到，“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要素禀赋结

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

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

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林毅夫，

2017b）。“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

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任何国家

和地区的发展早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

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当一个国家劳动

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

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

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

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

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

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

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

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

最多的剩余”（林毅夫，1999）。“在现代社会，

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从

资本和劳动力比例水平较低向较高水平的提

升。……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

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

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

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林毅夫，2017b）。

那么，如何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

势理论呢？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让我们首先从

对世界经济史的观察入手对其做出评价。这

种理论最大的迷惑性就在于突出了经济剩余

对不同经济活动选择的重要性，确实，有谁能

否认经济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呢？然

而，历史却说明，当一国对其命运具有决定性

影响的经济活动进行选择时，经济剩余的多

寡并不重要。它还强调一国在选择某种经济

活动时，正确的方法是选择要素成本低的经

济活动，因为这种经济活动能产生更多的经

济剩余，从而为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

业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历史事实是如何呢？我

们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

当亨利七世在 1485 年接手英格兰时，英格兰

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亨

利七世采取了违背其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吸引荷兰和意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经济

史学家们认为，这是英国两百多年后之所以

崛起的首创性的产业政策。然而，亨利七世的

这种选择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条件：只

有在积累较多经济剩余的条件下，才能选择

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羊毛纺织制造业；也不

符合新结构经济学所谓“成功的产业政策必

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政策”，当时

的英国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养羊

业，放牧羊群的农民的收入比法国和低地国

家的居民都低得多，确实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成本低的条件，但养羊业却不能给英格

兰带来更多的经济剩余，原因就在于进口羊

毛的国家将其加工成制成品后再返销英格

兰，其价格是其英格兰出口羊毛价格的几倍

甚至十几倍。当亨利七世接手英格兰时，它为

什么是个一贫如洗的王国？原因就在于其长

期秉承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其结

果是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它如何以及

何时才能够积累比较优势理论在选择资本密

集程度高的制造业时所要求的经济剩余呢？

英格兰的这个例子说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

的经济剩余的至关重要性并不成立。

第二个例子是拉丁美洲的故事，它说明

了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当时经济剩余很高，

也选择了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采矿业，但却

陷入了“中等收入（甚至高等收入）陷阱”，至

今仍无法摆脱。众所周知，当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爆发后，西欧和美国迅猛

的重化工业化导致了对矿产品的大量需求，

拉丁美洲各国就通过大量接收移民和矿产资

源的出口更深地卷入到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国

际分工体系之中，成为其主要的矿产品来源

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在刚开始的时

候，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很富裕，例如，阿根廷

在 19 世纪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

照柯林·克拉克的数据，在 20 世纪 20 年代，

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仍高居世界第五位，而当

时的澳大利亚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六位，但

到了 2013 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数据计算，阿根廷的人均 GDP 已经下降到只

是澳大利亚的 1/5.5。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

巨大的差异呢？一个原因是，由于重工业革命

对矿产品的大量需求，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将

经济剩余投向了资本密集的采矿业，相对于

它们进口的轻工业消费品而言，采矿业无疑

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但出口矿物原

料并不能使国家致富；另一个原因则是澳大

利亚在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通过保护主义

政策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工业，而阿

根廷却没有（Dieter Senghaas,1985：146-151），

未能及时建立而非过早选择资本密集的工业

恰是阿根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

原因。

既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能构成

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应该遵

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还是让我们从对世界经

济史的观察入手。亨利七世在一贫如洗的情

况下为什么要进入毛纺织业？演化经济学的

研究告诉我们，因为相对于羊毛出口等原材

料生产，毛纺织业等制造业具有更大和更频

繁的技术创新窗口，从而可以带来更长的产

业链、更大的规模经济、更多的就业机会、更

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润和更高的工资。这也

就是说, 技术创新窗口的大小和变化速度是

亨利七世实施其产业政策的基础，虽然他并

不知道这些经济学道理，但他从毛纺织业所

带来的普遍富裕中直觉地意识到了技术能力

对其进入毛纺织业成功的关键作用，因此，他

采取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英格

兰毛纺织制造业本土技术能力的形成，这些

措施包括提高羊毛出口的关税，以使外国的

毛纺织品生产者不得不承受比他们的英格兰

同行更高的原材料价格，以便鼓励羊毛在英

格兰本土加工，并吸引海外特别是荷兰和意

大利的工匠到英国定居，对新建立的羊毛纺

织厂给予一段时间的免税期，或者在某些特

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授予其专营权等。

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技术都是以

工匠所具有的技能和诀窍等形式存在的，它

对当时西欧各国的争霸及其产业政策制定的

决定性影响可以从两个事例中略见一斑。一

个是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提出的决定

性影响，另一个则是对英法争霸和工业革命

为什么没有在法国爆发的影响。法国重商主

义者蒙克莱田之所以创造“政治经济学”这个

术语，是因为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他在英

国流亡期间，他遇到了许多信奉新教的法国

侨民，其中多数人是身怀技艺的手工业者，他

看到这些能工巧匠为英国带来的好处，叹息

法国因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而蒙受的巨大损

失，很想把他看到的英国的做法运用到法国，

因此，当他怀着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第三等

级利益的坚定信念回到法国后，就满怀激情

地撰写了献给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和王后的

《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阿尔金，

2007）。罗斯托将法国工匠的大量流失看作是

工业革命没有在法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西欧各国群雄争霸的

时代，“欧洲各国充满生气的重商主义政府都

在建立全国市场，引进和保护当时能够得到

的最好的技术。……现代史初期的宗教问题

和引发英国 1688 年革命（和 1685 年法国取

消南特敕令）的全部因素，都直接与第一次工

业革命的策源地有关系。……（身怀技艺的）

胡格诺派教徒的出走削弱了法国在关键的时

期和事实证明是关键的方面同英国竞赛的能

力”（罗斯托，1997，136；153）。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产业政策

制定的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它究竟应该是以

技术赶超理论为基础，还是以比较优势理论

为基础？技术赶超包括两个方面：技术追赶和

技术蛙跳，技术追赶是技术蛙跳的基础，它们

两者都是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的，而比较优势

则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这个问题实际上

又回到了经济思想史中李斯特的古老问题：

国民财富的基础究竟是生产力还是交换价

值？所谓交换价值就是古典经济学的“蓄积的

财富”，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剩

余”。因此，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

的分歧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可以归结

为：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究竟是应该回到亚

当·斯密，还是回到李斯特？

李斯特认为，亚当·斯密混淆了财富的原

因和财富本身。“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

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

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他将越

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

份生产力，他就会富裕起来”（李斯特，1961：

118）。那么，什么是财富的生产力呢？李斯特

以渔夫的例子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说：“国

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

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

占有了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

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

1961：296）李斯特在这里所指的“能力和手

段”实际上就是演化经济学的企业能力理论

和国家能力理论中所说的“技术能力和组织

能力”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演化发展经济学

的源流要远溯到李斯特及其以远的原因。李

斯特对生产力的定义虽然很芜杂，但其核心

无非是（个体的和公共的）新知识、新技术、企

业家精神和由新技术内生的制度和组织能

力。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亚当·斯密一

样，新结构经济学也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

富本身，它关心的是经济“剩余”而非生产力。

在我们刚引述的李斯特的上段话中，他

实际上是说，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虽然很穷，

但如果它不断积累和革新其技术能力（为了

讨论的简洁，本文暂不涉及组织能力问题），

这个国家终究会富裕起来；而一个国家在刚

开始时仅靠要素禀赋出卖自然资源或体力劳

动，虽然“蓄积的财富”或“（经济）剩余”很多，

但因为没有积累和不断革新其技术能力，这

个国家最终将会陷入“贫困的陷阱”而不能自

拔，就像自然资源丰富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因此，经济发展的

核心问题是技术能力的积累和不断革新，而

不是可用于再投资的“（经济）剩余”问题，用

李斯特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问题而不是交

换价值问题，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应该成

为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因而，这个结论

就对新结构的下述命题提出了疑问：“在现代

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

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水平较低向较高水

平的提升（Lin，2017b）。”显而易见，这个命题

忽视了技术创新和结构变迁在推动资本—劳

动比提高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技术创新，资

本—劳动比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当然，两者之

间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的关系，但在演化经

济学家们看来，技术能力的建设和技术创新

才是决定结构变迁更根本性的力量，演化经

济学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

政策制定基础上的本质不同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的美国。一些学者将 1776
年看作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不平凡年份，因

为在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的两件大事：美国

独立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但是，这

两个事件对美国的影响却是相当不同的。亚

当·斯密根据其国际分工的相对优势理论，反

对独立后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他写到，“英属

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

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

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

造业，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

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

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

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

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

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

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

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

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

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亚当·斯密，1972：

336-337）。

由于美国自然资源和土地的要素禀赋价

格相当低廉（这很好地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

要素禀赋论），所以，亚当·斯密关于美国不要

发展制造业的观点和自由贸易理论在南北战

争前的美国非常流行，在美国的大学中是占

支配性的经济学说。然而，它却遭到了美国学

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的坚决反对。1791 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

的报告》中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

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

着实质性的关系”（转引自 W·W·罗斯托，

1997：156）。因此，美国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雷

蒙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

密的建议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这就很好地揭

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

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

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Raymond, 1820:134）。
但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信奉比较优势和

自由贸易理论，为英国生产工业制成品供应

棉花等初级产品，在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后，他

们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对美国北方工业保护

主义的战争。显而易见，如果南方在美国的南

北战争中获胜，拉丁美洲目前的状况就是美

国的命运。

美国学派之所以反对比较优势理论，是

因为他们发现，技术进步是资本的本质。美国

学派将资本定义为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我

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替代工匠成为

了能够及时反映当时技术进步的载体，所以，

他们的这种定义就反映了资本-劳动比的提

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美国学派的先驱汉密

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将国际间商品

竞争的性质抽象为一种唯一的共同要素投

入，即生产中施加和利用的产业能量，采用机

器的目的就是通过开发大自然中的能量替代

人类体力劳动做工的能量，机器的生产率远

高于劳动力（迈克尔·赫德森,2010:335）。美国

著名政治家和美国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亨

利·克莱继承和发展了汉密尔顿的思想，他指

出，“科学使一个人像二百人甚至一千个人那

样强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科学将胜过也

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

等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培育

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

在力量上是优异的 , 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

位。”（迈克尔·赫德森,2010:124）

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

和亨利·凯里在 19 世纪中叶及时利用当时有

机化学的进步，将化肥视作与劳动和土地相

竞争的资本品，提出了生产要素之间交叉竞

争的理论和“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按照

这些理论，由于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生产投

入都可被还原为作为“工作作用力”的能量，

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机器

和化肥作为当时科学技术进步载体的资本，

可以替代劳动和土地作为原始工作的提供

者，它提供能量的效率是劳动和土地的几倍，

而单位成本又是后两者的几分之一，例如，蒸

汽织布机比手动织布机的生产率之所以高十

几倍, 原因就在于人的肌肉作为动力来源,被
动力程度高十几倍和单位成本只是劳动力的

几分之一的蒸汽动力所替代的结果。 渊待续冤


